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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差异、空间分布特征分析绿色住宅时空分异，利用分位数回归进行针对性对策研究。结果表明：

中国绿色住宅发展增速加快，不同地区发展差异明显，但有均衡趋势；四大区域间及内部差距表现出“先增后减”

的趋势，东部地区内部差距高于中西部与东北部地区；绿色住宅的重心、分布范围、分布方向、分布形态特征不断

变化；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不同的分位点上均对绿色住宅发展呈显著正向影响；引导性政策对低分位点绿色住宅发展

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工资水平、环境质量和高等院校数量对高分位点绿色住宅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城镇化率对

绿色住宅发展在不同分位点的影响作用不一致。最后，针对绿色住宅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从经济、政策、环境和

文化因素等方面提出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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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将绿色发展正式确定为我国长远发展目标，这是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举措[1]。我国绿色

建筑发展相对缓慢，且发展不平衡[2]。作为新型建筑，绿色建筑由于投资回收期长、市场开发环境不成熟、消费者认知程度不够，

短期内不易被大众接受[3]。而绿色住宅作为绿色建筑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因此，探究我国不同区域绿色

住宅时空发展的均衡性，开展有针对性的对策研究，对绿色住宅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绿色建筑地区差异性的研究，已进行了从空间不均匀现象
[4]
到对绿色建筑的分异程度、聚集程度两个方面的分析，从而

了解绿色建筑发展扩散程度[5]。我国的绿色建筑发展区域差异显著，且扩散效应明显[5]。国内外学者对于绿色住宅驱动因素的研

究也十分丰富，常见的研究方法多为利用最小二乘法和系统动力学来对各因素进行定量研究。总体来说，大多数研究认为经济、

公共政策[6]、人均收入、房地产状况[7]、教育水平[8]、能源利用效率[9]、完善的评价体系[10]是影响绿色住宅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

但在现有研究中，学者们更多关注绿色住宅分布的差异特征和影响绿色住宅发展水平的驱动因素，有少量研究从绿色住宅空间

分异现象入手，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反映出驱动因素对绿色住宅总量水平在不同分位点的影响方向及影响程度，并针对不同区

域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对策。另外，较少有研究关注城镇化率对绿色住宅空间分异的驱动影响。 

本文收集了 2008—2016 年 31 个省份(港澳台地区除外)的绿色住宅项目数据，从空间差异和空间分布两方面入手，利用区

域差异指数(差异系数、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区位熵)和标准差椭圆进行绿色住宅发展的差异度评估。针对绿色住宅发展水平

不同的地区，建立经济基础、政策规制环境、文化教育水平和生态文明四个指标体系，利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探析各驱动因素在

不同分位点对绿色住宅发展水平的影响，从经济、政策、环境和文化因素等方面对不同地区分别提出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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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标和方法 

1.1 研究指标 

自 2008 年以来，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组织了绿色建筑标签项目评估。截至 2016 年年底，有 7235个项目获得了绿色建筑

评估标签，建筑面积超过 8亿平方米。本研究采用2008—2016 年在中国(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获得绿色住宅标签的项

目作为研究对象。一些关于绿色住宅的定量研究选择了绿色住宅的数量作为统计分析对象，但不能排除当地建筑业规模对绿色

住宅的影响。因此，该研究计算了每个省份的绿色住宅标签项目面积与新建建筑面积的比率，以代表每年的绿色住宅发展水平。

各省份绿色住宅建筑面积的原始数据来源于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网和住房与城乡建设部的公告，绿色住宅驱动因素的原始数据均

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本文中除特别说明外，所有图表中的绿色住宅项目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并由笔者自绘。 

1.2 研究方法 

1.2.1 区域差异指数 

(1)变异系数可以衡量不同省份间绿色住宅数量的差异和离散程度。变异系数越大，说明离散程度越高。变异系数计算方法

如下： 

CV=SD/M(1) 

式中：SD为标准差，M为平均数。 

(2)绿色住宅开发基尼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G 为某年全国绿色建筑开发整体均衡度，S 为某省份绿色住宅建筑面积占全省绿色住宅建筑面积的比重；X 为某省份

固定资产施工面积占全国固定资产施工面积的比重，由此计算出全国相对于固定资产施工面积的绿色住宅规模的整体均衡程度。

通常来说，0.05以下为非均衡性不大，0.05～0.08 为非均衡性居中，0.08 以上为非均衡性大。 

(3)各地绿色建筑发展相对聚集度测度用区位熵的计算方法来衡量。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Q为研究区域(本文分为省级和地市级两个层次)绿色建筑开发区位熵，S和 P分别为该区域绿色建筑和固定资产新开

工项目建筑面积占全国的比重。 

(4)Theil指数作为区域经济学的指标，可以衡量全国或地区绿色住宅发展规模的离散程度。Theil指数表达式如下(分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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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Tb和 Tw分别为群组间差距和群组内差距，包含 n个个体的样本被分为 k个群组，每组分别有 gk，k组 gk中的个体数目

为 nk，yi和 yk代表 i省份的绿色住宅数量和总数量。 

1.2.2 标准差椭圆 

标准差椭圆最早是由美国南加州大学社会学教授Lefever[11]提出，可识别一组数据的方向以及分布的趋势。其生成算法包括

以下几个公式： 

(1)椭圆的圆心计算公式： 

 

式中：SDEX、SDEY代表椭圆圆心，xi和 yi代表每个省份的位置坐标， 和 代表平均中心。 

(2)椭圆的旋转角度[以 x轴为准，正北方(12 点方向)为 0°，顺时针旋转]计算公式： 

 

 

式中： 和 是平均中心与 x、y坐标的差。 

(3)椭圆 x、y轴长度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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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分位数回归 

分位数回归由 Koenker & Bassett[12]提出，它是基于被解释变量的条件分布来拟合解释变量的回归方法。Koenker & Bassett[12]

认为，经典的线性回归是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的拟合，而分位数回归可描述出自变量在不同条件分位点时对因变量

的影响。分位数回归模型有四个优势：(1)特别适合于异方差模型；(2)条件分布的描述更为详细，具有进一步的研究意义；(3)

在随机扰动非正态分布下，分位数回归相比最小二乘估计更为有效；(4)估计量不易受异常值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稳健性。Koenker 

& Bassett[12]将分位数回归方法应用到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中，提出了面板数据模型分位数回归的估计技术，并从理论上进行了

证明。 

2 绿色住宅时空分异特征 

2.1 绿色住宅的空间分布差异 

2.1.1 空间总体差异特征分析 

由图 1 和图 2 可知，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均呈先降后升的趋势，总体呈下降趋势，这说明绿色住宅空间分布差异大，但有

均衡的发展趋势，各地区绿色住宅发展差距的缩小可能受国家区域性政策的影响，中西部地区绿色住宅发展得到进一步推动。 

通过计算 2008—2016 年我国绿色住宅发展的区位熵，分析我国绿色住宅发展的特征。区位熵越大，说明绿色住宅越集中。

由图 3可知，全国绿色住宅发展差异大，有 7个省份区位熵大于 1，分别是天津、上海、江苏、北京、湖北、陕西和浙江，其中

天津、上海、江苏、北京、湖北和陕西大于 2，说明绿色住宅发展水平高。这些地区位于经济良好的华中区域与东部沿海地区，

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政策基础，绿色住宅发展迅速且集中度高。现有 14 个省份绿色住宅区位熵小于 0.5，说明我国有相当数量

的地区绿色住宅发展处于较低水平，我国绿色住宅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2.1.2 区域分析 

为了更好地研究绿色住宅发展的空间特征，将 31 个省份分为东、中、西、东北部四个区域(表 1)。按照绿色住宅区位熵平

均值进行梯度划分，将其分为四级：A为高(区位熵大于2)，B为较高(区位熵均值在1～2之间)，C为一般(区位熵均值在 0.5～

1之间)，D为较低(区位熵均值在0～0.5 之间)。表 1显示，第Ⅰ梯度与第Ⅱ梯度的省份主要位于东部地区，东部的河北、福建

和山东处于第Ⅲ梯度，海南处于第Ⅳ梯度。中部地区的湖北处于第Ⅰ梯度，西部地区的陕西处于第Ⅰ梯度，其余省份位于第Ⅲ、

Ⅳ梯度。通过梯度区域分布特征可知，东中西部地区绿色住宅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地区绿色住宅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

西部与东北部地区；各区域内部存在集聚与分散现象，中西部与东北部地区各省份绿色住宅发展水平较低；东部地区绿色住宅

发展水平普遍较高，但也存在绿色住宅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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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变异系数分布图 

 

图 2基尼系数分布图 

 

图 3 2008—2016 年各省份区位熵均值 

图 4的 Theil指数分解结果表明，我国四大区域间及区域内部不均衡度以 2015 年为界，表现出“先增后减”的趋势。区域

间不均衡仍是我国各地区绿色住宅发展差异的主要来源。考察前期组间绿色住宅发展差距不断扩大与各区域异质性发展基础有

关，后期差距缩小可能受国家倾斜性区域政策及陕西、湖北等中西部核心省份城市圈带动和各地区对绿色住宅发展积极性提高

的影响。受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地区极化地位的影响，东部地区内部差距较大。中部和西部地区内部差距较小，优化我国绿

色住宅发展格局需要中西部的整体崛起。 

表 1各省份绿色住宅梯度区域分布 

区域 第 I梯度 第Ⅱ梯度 第Ⅲ梯度 第Ⅳ梯度 

东部 北京、天津、上海、江苏 浙江、广东 河北、福建、山东 海南 

中部 湖北 
 

江西 山西、安徽、河南、湖南 

西部 陕西 
 

内蒙古、青海、新疆 
四川、云南、西藏、广西、 

重庆、贵州、甘肃、宁夏 

东北部 
  

吉林、黑龙江 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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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Theil 指数分解图 

2.2 绿色住宅分布特征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绿色住宅的发展在空间上也存在不均衡的特征。如表 2所示，从 2010

年、2012 年、2014 年和 2016 年各地区绿色住宅建筑面积占新增建筑面积比例可知，我国绿色住宅发展迅猛，每年新增数量不

断攀升，但不同地区发展差距大。2016 年相比 2010年，核心区域绿色住宅发展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此外，陕西、内蒙古、

东北地区受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振兴计划等政策的支持，绿色住宅发展潜力巨大。2016 年绿色住宅发展格局呈现从东北向西

南递减，这与东西部在经济基础、政策水平、环境质量、教育水平等方面存在的差距有极大关系。西部地区由于城市居民收入

较低、经济基础弱等因素，绿色住宅发展较缓慢。 

2.2.1 绿色住宅的重心 

借助 ArcGIS 工具，本文通过生成标准差椭圆研究绿色住宅的分布特征。绿色住宅的重心分布在河南、安徽、山东和江西之

间，2010年后绿色住宅的重心主要分布在河南和安徽。就重心的轨迹而言，存在着先北移后南移的定律。2008—2010 年，重心

首先向东北移动，后向南移动。2010 年以前，中国绿色住宅发展处于初级阶段，绿色住宅集中在北京、上海、江苏和天津几个

省份。2011 年，随着东南沿海省份绿色住宅的发展，重心向东南移动。2012年，北部省份和中西部省份的绿色住宅有了显著发

展，重心向北移动。2012—2016 年，重心从北向南移动，其中 2015—2016 年有东移的趋势，这是由于 2016 年东部沿海绿色住

宅的快速发展。 

2.2.2 绿色住宅的分布范围 

利用标准差椭圆面积变化可研究绿色住宅的分布范围，表3所示。标准差椭圆面积呈波动增长趋势，由2008年的75.75×106km

增加到 2016 年的 326.76×106km2，空间扩展趋势明显。其中，2013 年增幅最大，相比 2012 年增加了146.347×106km2。但是 2011

年、2012 年和 2016 年面积略有下降，这表明绿色住宅的范围是不稳定且波动的。2008—2009 年，椭圆覆盖范围主要为东部省

份。2010—2012年，覆盖范围向西转移了很多，覆盖了陕西、四川、贵州和宁夏等西部地区，这是由于 2010年后中国中西部绿

色住宅得到发展所致。2013—2016年，椭圆的覆盖范围变化不大，并且呈波动性增长。 

2.2.3 绿色住宅分布方向 

标准差椭圆的旋转角度可用于研究绿色住宅的分布方向。2008—2016 年，椭圆呈东北—西南方向的空间格局，旋转角度先

增大后减小。2008—2011 年，旋转角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8—2009 年，旋转角度从27.71°变化到 150.71°，这是由于东

部沿海地区绿色住宅率先发展的结果；2009—2011 年，旋转角度从 150.71°降到了 27.80°，这是由于2010年开始北京、天津、

珠江三角洲和我国中西部地区绿色住宅得到了发展，导致椭圆逆时针旋转。2011—2016 年，旋转角度较为稳定，东北—西南格

局得到加强。中国已经形成了以东北—西南方向为中心的空间格局，其中以北京—天津、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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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我国 31个省份绿色住宅空间分布 

绿色

住宅

占比 

≤0.98% 0.98%～3.24% 3.24%～7.67% 7.67%～13.71% ＞13.71% 

2010

年 

西藏、黑龙江、辽宁、海南、云南、四川、

贵州、宁夏、江西、福建、内蒙古、吉林、

甘肃、山西、河北、河南、湖北、重庆、

安徽、浙江、湖南、广东、广西、青海、

山东、北京、陕西 

新疆、天津、江苏 上海 

  

2012

年 

新疆、西藏、黑龙江、辽宁、海南、云南、

四川、贵州、宁夏、甘肃、山西、河南、

重庆、湖南、青海 

内蒙古、陕西、吉

林、湖北、安徽、

浙江、江西、天津、

广东、广西 

河北、山东、福建、上

海 
北京、江苏 

 

2014

年 
新疆、西藏、黑龙江、辽宁、海南 

云南、四川、贵州、

宁夏、江西、福建 

内蒙古、吉林、甘肃、

山西、河北、河南、湖

北、重庆、安徽、浙江、

湖南、广东、广西 

青海、山东、天

津、江苏 

北京、陕西、

上海 

2016

年 
西藏、宁夏 

四川、云南、山西、

辽宁 

内蒙古、黑龙江、甘肃、

青海、河北、北京、湖

北、河南、湖南、江西、

广东、海南 

天津、山东、浙

江、福建、重庆、

贵州、新疆 

吉林、陕西、

安徽、江苏、

广西、上海 

 

2.2.4 绿色住宅的分布形态 

本文通过椭圆长轴和短轴标准差的变化分析了中国绿色住宅的分布形状，如表 3 所示。2008—2016 年，短轴标准差与长轴

标准差呈波动增长趋势，这表明椭圆的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都在扩大。2008—2010 年，短轴标准差不断增大，2010 年标准差为

1163.67km。2010—2012 年，短轴标准差呈减小趋势，2012年为 597.19km。2012—2016 年，短轴标准差先增大后减小，2013 年

增加到了 1036.29km，2016 年减少到了 585.44km。2008—2010 年，长轴标准差先减小后增大。2010—2016 年，长轴标准差趋于

稳定，维持在 1100～1300km 之间。结果表明，中国绿色住宅东西向与南北向都有扩张趋势，东西向扩张趋势不明显，南北向扩

张趋势明显，椭圆形趋于圆形。可以看出，中国绿色住宅分布的方向性有所减弱，分布范围逐渐扩大。 

表 3 2008—2016 年标准差椭圆参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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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标准差椭圆面积 中心点(x坐标) 中心点(y坐标) x 轴标准差 y轴标准差 方向角度 

2008 75.75 1081.14 3142.02 379.58 635.27 27.71° 

2009 11.71 1216.10 3925.11 665.62 56.27 150.70° 

2010 310.26 730.36 3697.59 1163.67 848.72 108.57° 

2011 235.93 953.94 3601.32 605.41 1240.57 27.80° 

2012 216.33 1010.62 3745.30 597.19 1153.21 17.76° 

2013 362.6867 611.49 3588.95 1036.29 1114.09 25.73° 

2014 376.65 647.17 3632.41 1021.25 1174.02 32.99° 

2015 376.65 647.17 3632.41 1021.25 1174.02 32.99° 

2016 326.75 911.22 3500.22 585.45 1271.63 21.17° 

 

2.3 模型设定与数据 

2.3.1 模型设定 

针对绿色住宅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为探析各驱动因素在不同分位点对绿色住宅发展水平的影响，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式中：i表示截面个体；t表示时期；Num 表示绿色住宅发展水平(各地区绿色住宅建筑面积占当地新增建筑面积的比例)；X

表示各驱动因素；c 表示截距项，即本文未列出的其他因素对绿色住宅发展水平的贡献；ε 为误差项；α 的数值表示 GDP 等解

释变量的影响系数。 

2.3.2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结合已有研究，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主要从经济基础、政策规制环境、文化教育水平和生态文明建设四个方面选取

影响绿色住宅分布的驱动因素(表 4)。 

表 4绿色住宅驱动因素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符号 变量定义 

经济基础 

地区生产总值 GDP 地区生产总值 

工资水平 GZ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政策规制环境 引导性政策 ZC 绿色建筑行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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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育水平 

大学数量 DX 当地高等院校数量 

城镇化率 CS 城镇人口占年末常住人口的比例 

生态文明建设 环境质量 HJ 地区二氧化硫排放量 

 

经济基础选择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两个指标。地区生产总值(GDP)反映当地经济状况，被认为是绿色

住宅背后的主要驱动因素。本文选择 GDP而不是人均 GDP，原因是人均 GDP代表经济效率或个人生活水平，而本文试图考察各省

份的总体经济状况如何影响绿色住宅的分布特征，且中国的绿色住宅项目在行政层级中以政府为中心，GDP 是一个更合适的解释

变量。工资水平会影响人们对一个地区的向往及对绿色住宅的需求程度。由于绿色住宅建造成本高，较高的工资水平和经济实

力可加以支撑[4]。 

本文考察政府引导性政策对绿色住宅发展的作用。引导性政策主要是指各省份制定的绿色建筑相关管理办法、评定标准等

行业规范，是一种政府层面对绿色住宅的普及引导工作。结合已有研究[13]，以 2010 年为政策分界点更为合适，2008—2009年的

数据设定为 0，2011 年设定为 1。 

受过良好教育和环保意识较强的消费者更倾向绿色的生活方式[8]。拥有较多高等院校的城市在发展绿色住宅的优势较大，当

地大学创办情况对绿色住宅发展有一定影响[9]。本文选用当地高等院校数量分析文化教育对绿色住宅分布特征的影响。 

若一个地区能源消耗及环境污染严重，更有可能重视绿色住宅的发展以改善当地环境质量、节约资源。本文选取各省份每

年二氧化硫的排放量来分析当地环境质量对绿色住宅发展的影响。 

为消除变量的异方差性，本文对除引导性政策以外的所有变量取对数。同时，考虑到宏观经济形势影响，将年份作为控制

变量。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 5 所示。为了判断模型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表 6 给出了驱动因素相关系数矩阵，表 7 计算

各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从表 6、表 7 可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环境质量之间相关系数与 VIF 值较高，因此模型存

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但由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环境质量是模型的重要解释变量，所以在对模型进行估计时，不能简单地去掉

两个变量，而是要根据估计的检验结果来判断。 

表 5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偏度 峰度 最小值 最大值 

绿色住宅数量 170 0.774 0.526 0.255 2.116 0 2.013 

地区生产总值 170 4.671 0.182 0.241 2.309 4.285 5.073 

环境质量 170 5.687 0.374 -1.325 5.061 4.229 6.262 

工资水平 170 4.703 0.124 0.490 3.842 4.350 5.079 

引导性政策 170 0.953 0.212 -4.278 19.3 0 1 

大学 170 1.900 0.244 -1.635 5.994 0.954 2.220 

城镇化率 170 -0.246 0.094 0.519 2.588 -0.434 -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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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驱动因素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地区生产总值(GDP) 环境质量(HJ) 工资水平(GZ) 引导性政策(ZC) 大学(DX) 城镇化率(CS) 

地区生产总值(GDP) 1 0.622 0.221 0.925 0.560 0.242 

环境质量(HJ) 0.622 1 -0.356 0.709 0.148 -0.049 

工资水平(GZ) 0.221 -0.356 1 -0.047 0.489 0.604 

引导性政策(ZC) 0.925 0.709 -0.047 1 0.414 0.046 

大学数量(DX) 0.560 0.148 0.489 0.414 1 0.186 

城镇化率(CS) 0.242 -0.049 0.604 0.045 0.186 1 

 

表 7多重共线性检验 

变量 VIF 值 

地区生产总值(GDP) 16.04 

环境质量(HJ) 13.24 

工资水平(GZ) 3.80 

引导性政策(ZC) 2.92 

大学数量(DX) 2.00 

城镇化率(CS) 1.85 

VIF 均值 6.64 

 

2.4 结果分析 

2.4.1 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 

面板数据分位数回归的应用条件是各变量平稳或是存在协整关系。检验面板数据平稳性的标准方法是单位根检验，常用的

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方法有 PP检验、IPS检验、HT检验等。本文同时采用这三种方法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8所示。由于不同检

验方法的原理不同，其结果也各不相同。本文以三种方法的检验结果一致为准，这样更加具有说服力。经检验，一阶差分后的

所有对数变量都是平稳的。 

2.4.2 面板数据协整检验 

由于一些对数变量是不稳定的，需要进一步进行协整检验来确定模型中的对数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常用的面板数据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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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检验方法有 Kao 检验、Pedroni 检验和 Westerhund 检验。本文采用这三种方法进行检验，最大滞后阶数为 3，结果如表 9 所

示。研究发现，二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2.4.3 绿色住宅驱动对策面板数据分位数回归 

为了分析各因素对绿色住宅发展水平的驱动作用，将绿色住宅总量水平分为 5 个分位点，利用面板数据分位数回归进行估

计。据回归结果可知，分位点从小到大的变化表示绿色住宅发展水平由低到高的演进。通过比较各驱动因素系数的变化可以观

察各因素对绿色住宅发展水平的驱动作用如何随着绿色住宅发展水平的增大而发生变化，进而对不同绿色住宅发展水平的地区

进行有针对性的对策研究。 

表 8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PP 检验值 IPS 检验值 HT 检验值 检验结果 

log(Num) 94.802*** -1.836** 0.533*** 平稳 

log(GDP) 256.126*** -1.787** 0.357*** 平稳 

log(HJ) 59.033 -0.990 0.739 不平稳 

log(GZ) 324.431*** -2.596*** 0.165*** 平稳 

ZC 429.634
***
 -3.703

***
 0

***
 平稳 

log(DX) 77.132 -0.903 0.68 不平稳 

log(CS) 121.292*** -1.186*** 0.682 不平稳 

Δlog(Num) 265.691*** -2.371*** -0.272*** 平稳 

Δlog(GDP) 298.803*** -3.145*** 0.130*** 平稳 

Δlog(HJ) 109.533*** -1.825*** -0.194*** 平稳 

Δlog(GZ) 573.467*** -4.788*** 0.014*** 平稳 

ΔZC 337.4338*** -2.6726*** 0*** 平稳 

Δlog(DX) 320.1785*** -2.5508*** -0.0241*** 平稳 

Δlog(CS) 654.9348*** -5.1843*** 0.0372*** 平稳 

 

表 9面板数据协整检验结果 

检验方法 统计量名 统计量值 

Kao 检验 DF 3.519*** 

Pedroni 检验 V-Statistic -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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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F-Statistic -55.120*** 

PP-Statistic -21.898*** 

Westerhund检验 Variance ratio 4.256*** 

 

本文运用 Eviews8软件进行分位数回归，将 Bootstrapping 的重复次数设为 10101 次，回归结果如表 10所示。为比较不同

分位点回归估计结果，表 9还给出了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该模型拟合值 R2为 0.5～0.6，表明模型总体拟合性较好。 

地区生产总值对绿色住宅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所有驱动因素中，地区生产总值影响系数最高，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对

绿色住宅具有重要影响。地区生产总值影响系数随绿色住宅发展条件分位点的提高而逐渐增大，因此在绿色住宅总量水平高的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驱动作用更显著。 

工资水平对绿色住宅发展在较高分位点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随着条件分位点的提高，影响系数逐渐加大。在 0.1 和 0.25

分位点时，工资水平对绿色住宅发展的影响不显著，说明在绿色住宅总量水平低的地区，工资水平影响不显著，而在绿色住宅

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工资水平是重要的驱动因素。 

政策对绿色住宅发展在条件分位点 0.25、0.5 和 0.75时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绿色住宅发展在条件分位点0.1 和 0.9 时

影响不显著，说明政策对绿色住宅发展特别好和特别差的地区的影响不明显，而对绿色住宅发展水平处于中游的地区具有显著

影响。 

高等院校数量对低分位点绿色住宅发展影响不显著，在高分位点时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高等院校数量在条件分位点为 0.5

时的系数最高，说明高等院校数量对绿色住宅发展处于中间水平的地区影响最大。 

表 10分位数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OLS 0.1 0.25 0.5 0.75 0.9 

log(GDP) 20.31(10.26) 7.851
**
(3.787) 9.957

***
(3.528) 10.59

**
(4.122) 13.27

***
(1.705) 12.72

***
(3.567) 

log(HJ) 14.79
***
(2.993) 0.974(1.300) 0.493(1.332) 2.987

**
(1.450) 2.811

***
(0.648) 2.354

*
(1.200) 

log(GZ) 12.12(7.912) 0.620(5.244) 1.822(3.647) 12.92***(4.315) 14.94***(1.802) 13.54***(3.523) 

ZC 0.557**(0.0193) 0.364(0.221) 0.534**(0.239) 0.624**(0.276) 0.631***(0.124) 0.223(0.186) 

log(DX) -8.492(5.001) 0.204(0.714) 0.446(0.533) 1.168**(0.581) 1.637***(0.238) 1.298*(0.715) 

log(CS) -0.384(2.675) -0.423(0.624) -0.785(0.567) -1.415**(0.652) -2.387***(0.289) -2.235***(0.677) 

Cons -0.223***(0.057) -0.055**(0.027) -0.070***(0.021) -0.152***(0.024) -0.174***(0.010) -0.155***(0.677) 

R2 0.606 0.52 0.55 0.59 0.60 0.61 

 

城镇化率对绿色住宅发展在不同条件分位点的影响不一致。城镇化率对绿色住宅发展在条件分位点 0.5、0.75 和 0.9 时具



 

 13 

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随着分位点的提高，城镇化率系数负值逐渐增大，说明城镇化率对绿色住宅发展好的地区的负向影响越

大。 

环境质量对绿色住宅发展在中间和高分位点时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在低分位点时影响不显著。 

3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 2008—2016 年我国 31 个省份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时间和空间对各省份绿色住宅的空间分异和区域不均衡性进行

了分析，之后通过选取经济基础、政策规制环境、文化教育水平和生态文明建设四个方面影响绿色住宅分布的驱动因素，采用

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其对绿色住宅发展不同分位点的影响，得到如下结论： 

(1)从时间上看，2008—2016 年绿色住宅发展增速明显，一定程度表明自 2008 年绿色建筑标识设立以来，中央政府出台的

一系列政策(《“十二五”绿色建筑和绿色生态城区发展规划》等)有利促进了绿色住宅的发展。从空间上看，各地区绿色住宅

发展差异明显，但有均衡趋势。四大区域间及区域内部绿色住宅发展差异随时间变化呈“先增后减”的趋势，东部地区绿色住

宅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与东北部地区。计算绿色住宅发展水平的标准差椭圆可知：①重心轨迹呈先北移后南移的定律，②

绿色住宅分布范围不断扩大，③绿色住宅分布呈东北—西南格局，④绿色住宅发展方向性有所减弱。 

(2)地区生产总值对绿色住宅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工资水平对绿色住宅发展在较高分位点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低分位

点对绿色住宅发展的影响不显著。Kok 等[7]的研究表明，工资水平高的地区会有更多的绿色住宅。但本研究发现，绿色住宅发展

水平低的地区，工资水平不再是影响绿色住宅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该地是否发展绿色住宅还受工资水平以外因素的影响。政

策对绿色住宅发展在条件分位点 0.25、0.5 和 0.75 时具有显著正向影响。Choi & Miller
[10]

的研究表明，公共政策促进了绿色

住宅的发展。而本研究发现，当地区绿色住宅发展水平较低或较高时，政策不再是主要的驱动因素。城镇化率对绿色住宅发展

在条件分位点 0.5、0.75 和 0.9 时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本文城镇化率用当地城镇人口与当地总人口的比例衡量，通过观察各

省份数据显示，天津、辽宁、内蒙古、黑龙江 4 个城镇化率较高的地区绿色住宅总量水平较低，其主要原因是受经济、政策以

及人口数量的影响较大。环境质量对绿色住宅发展在高分位点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当绿色住宅发展处于低分位点时，环境质

量的影响不显著。黄城志[14]的研究发现，生态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着整个区域绿色建筑的实施与推广。但本研究发现，在绿色

住宅发展水平低的地区，环境质量不是影响绿色住宅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该地绿色住宅的发展还受经济、政策等因素的影响。 

根据以上研究结果，对我国绿色住宅的发展提出如下建议：①对于绿色住宅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应大力发展经济。较高

的经济水平可激发更多的竞争和创新需求，也能产生更丰富的市场层级，使得绿色住宅产生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增大。引导性政

策是绿色住宅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可以更好地促进绿色住宅的发展。②工资水平和环境质量对绿色住宅发

展在高分位点时具有显著影响，而对于低分位点无显著影响，说明绿色住宅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可以通过提高当地人均收入、

改善环境质量促进绿色住宅发展，而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可通过以上其他途径促进绿色住宅的发展。另外，在政府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还可以适度增加高等院校数量，为绿色住宅发展创造良好条件。③顺应新型城镇化理念，在经济和政策支持下，促进城

镇化与绿色住宅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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